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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水郎”到“水生人”：
疍民的生计变迁与认同建构
刘长仪
摘 要：清朝中后期，原先生活在闽江流域的一支水上人——疍民北上迁徙至闽东沙埕港，并在当
地港域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区，由此成为沙埕港这一海洋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闽东地
区存在的歧视疍民的文化传统，导致疍民在当地社区中被“污名化”。1949年以后，在一系列政策支持
下，疍民得以上岸定居，并凭借精湛的捕鱼技术实现了社会地位上的逆转。与此同时，围绕着一系列渔
业荣誉，疍民群体重构了新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关键词：疍民 渔业生计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241 (2018) 03 - 0132 - 07
清代道光年间，原先聚居于闽江流域的一支水上族群——疍民，陆续由福州北上，最终落脚沙
埕这一闽东北重要海港。长期以来，在东南地区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种歧视以船为家、靠海为生的
疍民的情况。作为“外来者”，历史上迁徙至沙埕的疍民也经历了这种被“污名化”的过程，关于欺辱
和苦难的记忆成为族群历史与记忆的重要部分。1949年以后，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疍民在历史
上第一次被赋予了上岸定居权，成为“本地人”，并借助精湛的捕鱼生计，在集体化时代赢得了一系
列渔业荣誉。由此也使得沙埕疍民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和逆转。本文通过考
察沙埕疍民的这段“上岸”与“翻身”历史，探讨生计变迁在建构渔业社区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中的
作用与意义。
一、“白水郎”与“曲蹄仔”
疍民泛指以船为家、浮家泛宅的水上人群，常出现在闽粤江海地带。历史上疍民经常作为一种
边缘群体出现在各类地方载籍中，其别称颇多，诸如“游艇子”“泉郎”“白水郎”“卢亭子”“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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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蜑”“蛋”等，所指的都是疍民。《北史》载：“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①《太
平寰宇记》认为“游艇子”是东南沿海的“夷户”，并且是“卢循遗种”：“泉郎即州之夷户，亦曰游艇
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
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②《太平寰宇记》中还载有一种“庚定子”，认为是秦时“从徐福入海，逃避
海滨，亡匿姓名”者，随后被当地人称为“白水郎”③。《三山志》将“白水郎”与“游艇子”“卢循遗种”
合并，认为所指皆是闽地“举家聚止于一舟，寒暑饮食、疾病婚娶未始去”的“夷户”④。此后，福建的
方志都习惯于将“白水郎”记录为七种“闽之先居海岛者”之一。⑤
“白水郎”在历史记录中和沙埕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山志》中记载“白水郎”的停船之处为
“白水江”⑥，“白水江”的具体处所似已不可考，但史料确载其与“桐山溪”汇流于沙埕港：“桐山溪，
相近有董江，上流通白水江，即沙埕旧港也”。⑦另外，述及“白水郎”来源的历史记录大体可以归纳
为三类：一是认为“白水郎”的先人本计划跟随徐福东渡，中途后悔，遂藏匿于东南沿海生活下来；
二是认为“白水郎”是居住于福建沿海岛屿的先民；三是把“白水郎”与《太平寰宇记》中的“游艇子”
合并，认为他们是兵败逃亡的卢循旧部的后人。根据福鼎地方文人周瑞光的记录，晋太康二年
（282），温麻郡设立典船校尉，现今沙埕境内的流江被认为是温麻船屯的据点之一。晋元兴三年
（404），孙恩起义，战败于临海，投水自尽，他的妹夫卢循率残部由浙江转战福建，流江、罗唇等地曾
是卢家军队屯兵之所。⑧也就是说，无论是“白水郎”还是“卢循遗种”，历史上曾有不少以船为家的
水上人在沙埕一带的水面聚集。
到清中后期，“白水郎”逐渐消失于福建的地方历史文本，而“曲蹄”则成为指涉疍民最常见的
称呼。“曲蹄”源自福州方言，字面意思是“弯曲的双腿”，由于疍民经年生活在空间逼仄的船上，行
动举止只能弯腰屈腿，又总是盘腿坐在船尾摇橹，容易造成双腿发育不良，呈现弯曲状。因此成为
岸上人指称疍民的一种符号象征。
“曲蹄”通用于整个闽东方言区，北至福鼎、南至闽清的福建沿岸地区都以此来称呼疍民。这一
名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繁，例如，陈盛韶在《问俗录》中写道：“古田男女有别，街衢庙院绝少游
女。惟水口荡船，来自南台洪山桥一带，名曲蹄婆”⑨。此外，闽东方言区内有诸多关于“曲蹄”的俗
谚，流传最广的是“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直截了当地说明疍民与岸上人的生活及社会空间曾
①（唐）李延寿：《北史》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12页。
②（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120，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9页
③（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98，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0页。
④（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6，载王晓波等点校《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5）》，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第163页。
⑤（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1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5-226页。
⑥（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 6，载王晓波等点校，《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 5）》，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63页。
⑦（清）许鸣磐：《方舆考证》卷80，清济宁潘氏华鉴阁本。
⑧ 周瑞光：《沙埕港》，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鼎县委员会文史编纂委员会《福鼎文史资料》（第7辑），内部资
料，1988年，第96页。
⑨（清）陈盛韶：《问俗录》卷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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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边界，也形象地反映出历史上岸上人长期存在着对于水上人的某种文化偏
见。可以说，从“白水郎”到“曲蹄仔”，其背后隐喻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即疍民长期以来是以一
种文化“他者”的水上人“化外”身份而存在于地方社会情境中，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沙埕的疍民曾
经编织起一段屈辱的集体记忆。
二、疍民与移居的苦难记忆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古时代曾经出没于沙埕港域的“白水郎”逐渐不知所踪，从田野调查中搜
集的族谱等地方文献资料可知，目前生活在沙埕港的疍民，主要来自清代中后期闽江流域。道光至
咸丰年间，原先聚集在福州连江、长乐一带的疍民陆续从闽江口北上，最终选择停靠、聚居在渔汛
丰盛的沙埕港。这些疍民以欧氏、江氏、连氏和刘氏为主，在生齿日繁之后，他们重修、编纂了各自
的族谱，以记录其移居当地的历史并重构其族群身份。
例如，欧氏在族谱中这样记载其家族迁居沙埕的历史：“我欧姓相传以来，始祖由闽迁泰邑，由
泰邑迁至福鼎沙埕住居。历来均以捕鱼为生，对谱牒事不以为然，致失于联系……前老谱已于文化
大革命期中被焚毁，所以在易贵公以上只知良字讳，不知其名，再上就无从稽考，因此以良字公为
住沙埕第一世祖。”①江氏族谱的记载也大同小异：“稽沙埕吾宗者，其先世籍贯连江，溯其本源均
系伯益之后，济阳之裔也。固居临海滨，依鱼为业，以海为田。继以就业，携眷舟居，延海停泊，与渔
民为伍，与欧、连通婚，渐沦化于渔民之习俗。于清道咸间到沙埕，即为常泊之处。”②《上当郡连氏
宗谱》则记载：“我连姓相传祖贯福州，后迁连江，地处海滨，因地就业，竟以海为田，赖渔营生。于清
道光年间启治公携眷沿海而来沙埕。”③
由于东南地区历史上存在着前述歧视水上人的文化传统，当迁居沙埕的疍民以其鲜明的船
居、水生的生活样态出现在沙埕时，作为“外来者”这群水上人很快成为社区中的另类“他者”。面对
迁来的疍民，历史上的当地土著居民沿用了地方文化语境中对疍民的歧视和隔离，称自己为“山上
人”，称疍民为“欧连江”或直呼“曲蹄仔”，并通过建构一种水陆边界来以严格限制疍民的活动和权
利范围。当时的沙埕疍民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受当地“山上人”的压倒性支配，“曲蹄爬上山，打死
不见官”的地方文化被强调，疍民被严禁上岸，此举不仅延续了疍民在文化情境中的劣势地位，又
能保证原本稀缺的港域山地资源不被疍民分享。禁止上岸和占有土地意味着疍民的生计来源除了
渔获之外别无所有，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以渔获换取粮食，如此也制约了疍民的社会生活发展。甚
至一段时间内，“山上人”还通过占据岸上市场而限制疍民进行自由的渔业交易活动，从而达到控
制疍民捕鱼生产的目的，疍民必须将每日的渔获交予“山上人”统一收购，换取微薄的钱款和米粮，
接着“山上人”再将收购的渔获投入市场进行贩卖，赚取其中绝大部分的利润。也就是说，“山上人”
利用限制疍民直接交易渔获的方式成功转型成为垄断当地海鲜贸易的中间商：“（沙埕疍民）每天
早起扬帆出海放钓，傍晚收钓启程归来……‘讨海’的鱼鲜不是被抢劫，就是被敲竹杠，所剩无几；
①《平阳郡欧氏宗谱》，2008年修。
②《江氏宗谱》，1995年修。
③《上当郡连氏宗谱》，1981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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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经不起渔霸资本家的‘绝子秤’。资本家控制一把空心秤，秤杆内装上水银可以流动，鲜鱼称
进秤尾往下压，10斤鱼只有6斤，货物卖出秤尾往上提，6斤的东西变成10斤重，疍民明知这种秤
有诈，却不敢吭声。”①“山上人”将沙埕海域的资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曲蹄”的文化污名以及
外来群体的弱势地位，造成沙埕疍民在经济上依附于“山上人”；而这种经济上的依附性又使得疍
民彻底处于被压制和支配的地位，难以“翻身”。
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被压迫和剥削的屈辱记忆成为沙埕疍民口述历史的主要构成部
分。在田野访谈中，当被问到过去的生活时，年长的疍民总是无奈地摇头，用略为变化的福州方言
形容那种生活是“讲不出的难”，只有在上岸缴交渔获的时候，他们才被允许在陆地上短暂逗留，随
即就要下水回到各自的小船。缴纳渔获后换取的钱款，基本上用于买米、面等粮食，但是“山上人”
极尽克扣之能事，疍户到手的钱款少得可怜，根本难以糊口。走投无路的疍户只能靠采摘番薯藤、
番薯叶充饥。疍民们不仅食不果腹，还衣难蔽体。“山上人”认为“曲蹄天生就是光脚丫的”，所以不
允许疍民穿鞋，将其“上岸”的可能性压缩至最低。一些穷苦的疍民甚至连裤子都不够穿，只能光着
腿坐在船上，用破旧的棉被、船篷勉强遮盖身体。
在当地鲜明的水陆界线之下，疍家只能在大年初一、初二、初三破例上岸。这三天中，女性疍民
携带子女成群结队地上岸、上山，挨家挨户讨食年糕。这种疍民正月上岸乞讨的习俗在闽东北地区
十分常见，福州地方文人郑丽生曾作诗《贺年》描绘这一情形：“屠苏饮罢正欣然，又见曲蹄来贺年。
十二月花成板调，疍歌情致意缠绵。”②与福州疍民不同，沙埕的疍家上岸“贺年”时并不唱歌，她们
从沙埕出发，跋涉数十公里，尽可能多地拜访人家，讨取的年糕成为疍家正月间的全部口粮。除了
日常生活受歧视外，在灾难面前疍民也得不到妥善的救治。在沙埕疍家的苦难历史中，民国年间的
“六月廿七大台风”事件是一项绕不开的集体记忆。这场台风风势相当诡异，当天中午烈日高照，正
在吃午饭的时候，突然黑云压坠，旋风骤起，饭桌上的碗筷飞走一空。因为疍民们不被允许上岸躲
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聚集的船只被风直直打向海岸，层层叠叠撞在一起，最后仅有几条船得以逃
生，死伤者不计其数。
这些历史记忆对沙埕疍民来说是一种旧传统的苦难叙事，同时它也为沙埕疍民与“山上人”的
互动定下了某种基调，历史上二者间的不相容与竞争贯穿始终。只有到了 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
国的建立和社会环境变迁，原先处于弱势的疍民才得以完成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翻身”，并形
成了新的身份认同。
三、“水生人”——生计变迁与身份认同
沙埕疍民的屈辱生活在新中国建立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初期，沙埕完成“土改”，原先
控制渔获交易的“山上人”中间商作为资本家被打倒，不准疍民上岸的“乡规”也随之被打破，一些
疍民得以将旧船拖到海岸边，在岸边沙地打下木桩，撑起船只，以作固定住所。在肃清海匪、“反
① 陈昭希：《沙埕“水生”连家船的变迁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鼎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福鼎文史资料》
（第14辑），内部资料，1996年，第160页。
② 郑丽生：《贺年》，载郑丽生《福州风土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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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土改”、废除封建剥削的基础上，中共福建省委于1951年作出“组织互助组、促进生产”的指
示，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沿海各县海洋捕捞业互助组蓬勃兴起。①受政策鼓舞，沙埕的“‘土
改’工作组”鼓励聚集于此的疍民合作成立渔业互助组，此后，欧、连、江三姓渔民结成互助组，由政
府提供船和各种渔具，进行以钓业为主的渔业合作。1955年7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
化的问题》的指示，福建省开始全面试办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②沙埕的渔业互助组也逐步升级为
初级社、高级社；到了1958年，公社化运动开始，渔业高级社转变为人民公社。
解放初期各级行政单位的调整和变化颇多，由于档案阙如，我们无法得知每一次合作社变化
的具体时间。但就当时亲历者的体验和记忆来说，沙埕疍民大致经历了从松散的“大钓营”，再到正
式的“大钓队”的转变。随着沙埕大钓队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最终上级决定以这些疍民为主体，划
定专属渔民的生活聚居地，并定名为“水生”。之后，沙埕大钓队成为与东升、石码齐名的福建渔业
生产三大队之一的“水生大队”。
水生大队初期的渔业生产以小钓为主。小钓学名为“钩钓”“放钓”，是将传统的鱼竿钓鱼法加
以改进的作业方式，适合在近海作业。小钓作业对渔船的要求不高，普通的小船即可操作，因而成
为疍民普遍采用的渔法。小钓所用的鱼钩很小，只能捕获一些体型较小的鱼，生产效率低下，于是
渔民改进钓钩的尺寸，开始大钓作业。大钓鱼钩比小钓鱼钩大几十倍，有的还增设了双钩或三钩。
由于钓钩的体积增大，因而需要减少每条母绳上的钓钩数量，以提高操作便利性。然而，即使将小
钓改进为大钓，钓业所获的产量仍旧偏低，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益，水生大队开始发展敲鼓作业。
所谓“敲鼓”又称“敲梆”，主要在近海围捕黄花鱼时使用。敲鼓作业的原理在于通过击打器具
制造噪音，破坏鱼类的听觉和神经系统，使其晕厥，便于捕获。黄花鱼在水中会发出类似“咕叽咕
叽”的叫声，作业时，渔夫要将船静静地停在水面，停下摇橹等杂音，俯身趴下，耳朵紧贴甲板，侧耳
倾听船底黄花鱼的叫声，再结合水流的动向，确定鱼群位置和大致游向，继而顺着黄花鱼的移动方
向行船，同时敲鼓制造声响，使黄花鱼昏厥。敲鼓作业的成果十分显著，曾经有一次捕获的黄花鱼
多到网和船都装不下，水生渔民只能求助附近的海军，通过海军的电话联络水生大队本部，再由大
队派船接应，将鱼运回。但是，夸张的收益之下隐藏的是敲鼓作业的残酷性，此种渔法给黄花鱼造
成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小鱼在晕厥后不久便死去，导致黄花鱼数量急速锐减。原本水生渔民在沙埕
港附近海域就能捕获数量可观的黄花鱼，后来不得不扩大渔区，北上台山、南下官井洋作业。到20
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为保护生态平衡，出台相应政策，明令禁止敲鼓作业。
禁止敲鼓作业之后，水生大队开始发掘机帆船的力量，发展并改进帆船围网技术，进行大围缯
作业。一艘大围缯船由一条母船和一条子船组成，构成一个船组。母船较大，有两至三根桅杆，上面
装载配备有四至五艘小舢板和两张网；子船比母船稍小。一个船组需45人，其中母船25人，负责航
行、下网和拖网；子船船员 20人，负责围网和协助拉网。母船和子船上的岗位设置与分工大体相
同，都包括技术员（船长）、船老大、轮机长、中肚、二手、偏手、三手、水手和妇女。技术员在船组中地
位最高，负责安排航行路线、下达撒网指令；船老大负责开船掌舵，俗称“看更”；两位轮机长轮流在
①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水产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
②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水产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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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底看守机器的运作，保证渔船的动力；中肚、二手、偏手和三手负责拉网、收网等体力活儿；水手
负责完成收网、处理渔获等勤杂工作；至于烹饪、洗碗、扫除等“家务”则由妇女完成。水生大队专门
组织技术员总结了大围缯放网和卡网的精要操作方法，这些技术知识与疍家在附近海域的生产经
验相结合，催生出许多优秀的生产人，例如刘YM、林QM带领的两个生产队，通过不断地摸索和苦
练，一个月的产量高达1，530担（765，000公斤），成为整个水生大队的生产标兵。尤其是刘YM的船
队，曾有一次收获万担，创造了水生大队黄花鱼生产的奇迹，也促成其成为当时的福鼎县的“红旗”
船队。黄花鱼作为昂贵鱼种，它的丰产彻底逆转了沙埕疍家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有了堂堂正正扬眉
吐气的本钱。水生大队的效益越来越好，还被评为“红旗大队”。先前的疍家普遍未受过教育，因而
大队内部的会计、出纳、保管等文职，均由“山上人”担任，然而，沙埕疍家屡屡强调，即使干部们是
“山上人”，但挣钱的全是“水生人”，也就是说，沙埕“山上人”在这一时期反而在经济上依附于疍
民。
到1963年，水生大队拥有23条500多担的渔船，71条小舢板，同时添置了渔网12张，钓具五千
多件。当年的渔业生产总量为124，172担（6，208，600公斤），超额完成国家水产局的征购任务。同
时，大队还兴办了许多集体工厂来辅助渔业生产，比如网具厂、农场、海带养殖场、船舶修配厂、木
材公司、造船厂等。这些工厂主要指向大队内部的渔船服务，只有少数对外开展业务，换句话说，当
时的水生大队可以独立完成所有的渔业生产，无须从外购买、进口任何器具。
沙埕疍民的生活境况伴随渔业生产的成功而获得极大改善。沙埕人民公社曾在海岸边划拨了
一些土地给水生大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时，水生大队在这些地块上建起第一栋房子，作为疍
民上岸的集体住屋。为了使上岸的疍民都能分到房子，这栋楼总共划分出 44个单间，一个单间售
价30元，计划上岸定居的疍民须以户为单位向大队缴纳房款。迫于经济压力，疍家通常选择以扩
大家庭为一户，共同分担房款，也因此一间小屋子常常住着三代人，或者兄弟合住。
这栋集体住屋至今保存完好，仍有几户人家居住其中。住屋一侧是水生大队的办公楼和早期
的渔民小学。疍民上岸之时，水生大队动员疍家自己动手，开山拓土，修建学校，开办扫盲班。这些
受过初等教育的新一代“水生人”，取代了原先的“山上人”，成为往后水生大队干部队伍的主力军。
在渔业丰收最鼎盛的时期，水生大队还在集体住屋的东侧新建起两栋楼房，其中一栋为纪念黄花
鱼的丰收，定名为“黄花房”；另一栋在历鱼产量最好时修建完成，称为“历鱼房”。两栋楼房并排矗
立，靠山面海；楼与楼中间有一扇雄伟的大门，大门顶端曾刻有的“水生”二字已经斑驳不清，不过
五星浮雕仍旧鲜红，成为水生大队辉煌时期的象征。
“黄花房”在那一时期可以说是整个沙埕最气派的建筑，以红砖砌就，分为上下两层，外墙面被
精心地漆成红色。“黄花房”的正中有一条大气的门廊，长约6米，宽2米。门廊四周环绕有镂空的雕
花围栏。围栏共分为三部分，头尾两端分别有“鼓干劲”“争上游”六个红字，中部镶嵌着“水生大队”
四个蓝字。“黄花房”的一层曾作为织网、补网的仓库，又称“网具厂”，集体生产时期，男性必须在渔
船上作业，成年女性则被分配到网具厂上班。
“历鱼房”在外观上不如“黄花房”气派，其以青砖做墙，黑瓦盖顶，外墙同样漆成红色。“历鱼
房”设计有一米宽的柱廊，由八根圆柱支撑，柱廊顶有镂空的雕花护栏，既美观又防雨。柱廊前端有
·· 137
2018·03
一条宽约两米的露天走道，走道边上是高80厘米的砖头围栏，围栏上的镂空花纹拼着几个耀眼的
红色大字：“永远感谢共产党”——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沙埕疍民的“上岸”史和“翻身”史。集体
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支持，配合疍民丰富的渔作经验和肯干精神，使水生大队取得辉煌的业绩，这些
经济成就切实地改善了疍民的生活条件和物质水平，使他们终于得以上岸定居，摆脱“曲蹄”污名
之下的生活样态。更为重要的是，集体时期的成就使曾经饱受歧视的疍民获得荣耀感，在一遍遍回
忆和述说“渔业技术改进”“黄花鱼大丰收”“生产标兵”“红旗大队”等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沙埕疍民
形成了围绕荣誉、声望和“翻身”的集体记忆，个体叙事时的细节和结构渐趋一致，用旧传统的苦难
叙事衬托“翻身”的不易，用“翻身”后的成就抒发自豪与扬眉吐气的情绪。最后，基于荣誉的集体记
忆和自豪情绪激发了群体认同感的生成，成为疍民主动使用的划分群体的工具，他们常这样评价
辉煌的集体生产时期：“山上人反而输给了海家人”、“外面的人还要加入我们水生”，也即是说，曾
经的“曲蹄仔”终于以“水生人”的身份在沙埕站稳脚跟。
结 语
本文着重叙述了沙埕疍民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历的渔业生计变迁和技术进步，并以此为线索，
说明经济成就如何改变沙埕疍民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沙埕港因其优越的港湾和渔业条件成为
众多疍民的停泊之所。清代中后期从福州一带北上迁居福鼎沙埕的疍民，在原有歧视“水上人”的
地方文化语境下，遭受来自沙埕“山上人”的多方面压制。“山上人”严控疍民的生产活动范围，禁止
疍民上岸、利用山地的同时，还限制疍民进行自由的渔业生产。无奈之下，疍民只能以“渔工”为生，
而这种被动的生计方式造成疍民严重依附于“山上人”，经济上的依附性进一步深化疍民的弱势地
位，受压迫和欺侮的记忆构成这一时期沙埕疍民历史记忆的主要部分。
解放初期，在土地改革和连家船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沙埕疍民被聚集起来，推
行集体化的渔业生产。以他们为主体而成立的水生大队，不断摸索、改进渔业技术，从产量偏低的
小钓作业发展至效率颇高的大围缯技术，疍民丰富的渔作知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贯穿生产始终，
在通力合作之下，水生大队斩获了令人惊叹的成就。集体生产的辉煌业绩为疍民的“上岸”和“翻
身”奠定了经济基础。在渔业丰收的基础上，疍民得以上岸建房定居，真正成为沙埕当地的“居民”
而非“寄泊者”；进而通过普及教育，培养以疍民为核心的当地社区领导层，彻底逆转“山上人”的优
势地位。另一方面，关于兴盛和荣誉的记忆，取代了过去的屈辱和苦难，构成沙埕疍民新的身份认
同，“曲蹄仔”的污名标签被揭去，“水生人”依靠渔业生产上的成功实现社会地位的逆转，开启沙埕
疍民群体自豪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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